
中国
特稿

黄小芳
xfhuang@sph.com.sg

今年初以来，江苏徐州的“铁链女”事件震惊中国舆论，
这类严重的妇女拐卖事件虽然是少数的极端个案，
但其背后折射出了普遍存在的农村男性娶妻难题。
面对严峻的男女比例失衡，年轻农村男性有哪些娶妻策略？
上世纪 80、90 年代妇女拐卖遗留的社会问题，又该如何破解？

　　打击拐卖妇女成为今年两会（全
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年会）的热点课
题，超过15名代表委员为此发声，被
拐妇女的解救和后续援助问题备受关
注。
　　妇女拐卖问题在上世纪80和90年
代一度猖獗，根据官方1986年发布的
《关于坚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
动的通知》，单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1985年2月至1986年11月间就有2228
名妇女被拐卖。
　　1989年发布的学术论文《四川
拐卖人口犯罪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夏成福著）也记载，1988年四川全
省判处拐卖人口案占总案件的10%，
仅次于盗窃案，一些地区的案件占比
甚至超过半数。
　　2007年，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
（2008—2012年）》，标志着中国首
个国家反拐行动计划正式展开。
　　随着官方加强打击力度，农村生
活水平逐渐提升，加上农村人口法律
意识逐渐增强，妇女拐卖案件进入
21世纪后大幅减少。今年全国人大
会议上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数据显示，2000年至2021年，检
察机关起诉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者
从1万4458人降至1135人，年均下降
11.4％。
　　不过，三四十年前大规模出现的

拐卖案件，在农村地区留下长远的社
会问题，不少从前被拐卖的妇女，仍
在农村里和买方共同生活。

提议加重刑罚减少新案件 
加强受害妇女后续援助
　　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有关打拐
的提议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建议加
重刑罚，通过威慑减少新增案件，包
括买方与卖方同罪，收买被拐卖妇女
儿童最高可判死刑；另一类则聚焦于
破解过去的积案，以及加强对受害妇
女的后续援助，包括倒查20年，以及
被拐认定后解除婚姻。
　　中国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主建
国会景德镇市委会主委、景德镇陶瓷
大学国际学院院长张婧婧接受《联合
早报》访问时指出，解救和妥善安置
被拐妇女是打拐行动的重中之重。被
拐卖的妇女中，不乏有不愿意返回原
籍者。
　　很多时候，被拐骗女性回到家
乡，既要忍受与亲生骨肉的分离，
又难以获得生活资源。因此应综合分
析其不愿返乡的原因，给予有效的帮
助。
　　张婧婧强调，遏制拐卖妇女儿
童犯罪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要
彻底铲除这种犯罪现象，必须采取综
合治理的措施，“进行长期艰苦的斗
争”。

　 　 美 国 华 盛 顿 大 学 社 会 学 系 教
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雷伟力（Bill 
Lavely）提醒，为被拐卖妇女解除婚
姻的过程极为复杂。许多买卖婚姻存
在灰色地带，一些农村社区也把解除
婚约视为威胁，一些家庭可能要求退
款，争夺孩子监护权的案例也将激
增；要为受害女性平反，将是一条漫
长并极具争议性的路。
　　妇女拐卖议题在中央受到高度重
视，在地方上却成为村民避而不谈的
禁忌话题。在《联合早报》记者3月
中的苏北之旅中，村民对买卖婚姻和
妇女拐卖课题都绝口不提，对外省媳
妇的话题也含糊带过。
　　记者尝试走访徐州丰县，了解
“铁链女”事件对当地农村的影响。
访问期间，临近的山东省暴发新一波
疫情，苏北农村全部限制外省人员进
入。
　　不过，丰县的封锁情况和其他地
区有别，大多农村都是在小镇或农村
入口设置检查站，由穿着红色背心的
工作人员检查。但丰县的检查站设在
距离农村十几公里外的公路上，并且
有将近10名警员驻守。
　　记者被要求下车问话，后车厢的
行李被翻查，司机的手机也被查阅。
防疫为什么要查行李和手机？面对记
者的反复询问，警员一脸严肃地说：
“疫情严峻，请配合。”

　　农村媳妇供不应求，彩礼价格随
之飙涨。江苏地区1990年代的礼金只
要几千元（人民币，下同，1000元人
民币约为214新元），2000年以后升
至2万元以上，目前已经达到15万至
20万元新高点，另外还得附赠一栋房
子。
　　中国农村彩礼“内卷”的问题近
三年来引起官方关注。2019年起，中
共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三年点名农村高
价彩礼问题。中国民政部去年正式推
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项目，推进婚
俗改革，江苏目前已有超过20个地区
被纳入计划。
　　根据网上普遍流传的各地彩礼价
格表，华东地区，彩礼的价格最高，
其中江苏“名列前茅”。
　　小徐透露，在苏北一带盖一栋房

子大约要20万元，若现有的房子状
况良好，男方也可以花几万元装修房
子。小徐去年结婚时，为媳妇装修房
子，外加18万元礼金；单是礼金的价
格就相等于他一年八个月的薪水。
　　小徐说，礼金能否拿回来，“要
看女方家的良心”。一些家庭会让女
儿把礼金带回夫家，作为两人的生活
费，但把礼金全部收走，“转让”给
弟弟，也是常见的事。
　　他解释：“我们这一带农村里很
多家庭是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不是
每户家庭都付得起这么贵的礼金。有
时得先等姐姐嫁出去，再把姐姐的礼
金全部交给弟弟，让他去娶媳妇。”
　　这意味着，礼金价格可能在转让
的过程中层层叠加，进一步推高礼金
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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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县的防疫检查站设在距离农
村十几公里外的公路上，至少有
三辆警车、近10名警员驻守。 
图摄于3月中。（黄小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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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子里女孩很少，她们都是别
人家的小媳妇，我儿子就是娶不到媳
妇！”
　　走入苏北一带的草莓村，草莓园
的李阿姨（52岁）听说村里来了记
者，原本态度谨慎不愿多聊。但一谈
到两个儿子的婚事，心急如焚的她立
马打开话匣子。
　　草莓村里人烟稀少，在草莓园里
干活的大多是五六十岁的村民。在村
里逛了20分钟，只有两位二三十岁的
女子探头出来打量我这个闯入村里的
陌生面孔。
　　李阿姨透露，村里的年轻人一般
都到城市里打工，只有嫁入村子的年
轻女孩平日留守在村里。看着这些娶
了小媳妇的家庭，李阿姨眼里满是羡
慕。
　　自19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全面实
施以来，男女比例失衡成为中国社会
的突出问题，较落后的农村是其中的
“重灾区”。和李阿姨的儿子一样在
1980和1990年代出生的农村男性，目
前是站在光棍危机前沿的一群人。

性别比例失衡 
东中部省份农村尤其严重
　　根据姜全保教授、李树茁教授合
著的《性别失衡与婚姻挤压》一书中
的数据分析，中国出生性别比在1980
年和2010年之间处于上升期，从1980
年107.40的较正常水平，攀升至1990
年的111.45，2004年至2010年的高
峰期间在120上下波动。性别比以每
100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数目为计算
标准；这意味着2010年每出生100名
女婴，对应的男婴数量就多出大约20
名。
　　性别比例失衡的省份大部分集中
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并在农村尤其严
重。以江苏省为例，该省1990年的
城镇性别比为111.42，比全国城镇
水平高1.49个百分点，农村性别比为
115.62，比全国农村水平高3.79个百
分点。
　　离开草莓村时，来自附近农村的
司机小徐（28岁）和陪游的小刘（45
岁）介绍，他们这一带的村子里有大
约800多人，其中80后和90后的男性
要比女性多出近40人。
　　小徐初中毕业后就到一线城市里
打工，2019年决定回到村里生活。
只身一人在大城市里打拼多年，他深
刻感受到农村男性在婚姻市场中的劣
势。

　　小徐目前在镇上当修路工人，月
薪为8000元人民币（1700新元），在
他的村子里已经算是中上等收入。但
他坦言，这样的收入水平对不少女性
来说，还是“缺乏魅力”。“现在的
女孩教育和生活水平都比较高，不是
一两颗糖就能哄回村子里的。”

农村传统结婚观念浓厚 
青年面对娶妻压力
　　小徐虽然生长在农村，但受城市
文化熏陶，婚姻观念和城市里的年
轻人相似，内心也向往自由的单身
生活。不过，在传统观念浓厚的农村
里，结婚不是选择，而是必须。
　　小徐去年在父母的施压下，由父
母安排相亲，和隔壁村里一名23岁的
女孩结了婚。当记者询问他新婚生活
有哪些乐趣时，小徐摇了摇头。
　　他不讳言：“我和媳妇都不想结
婚，但是在村里总是要成家生小孩。”
　　坐在一旁的小刘补了一句：“村
里大家都知道哪家的孩子还没结婚，
如果过了22岁还单身，一定会议论这
家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农村妇女外嫁改变自己命运 
从山区嫁到平原及城镇
　　农村的年轻人不论男女，20岁出
头时都会迎来“成年礼”；一方面要
开始找对象结婚，另一方面大多数人
也会在这个时候离开农村，到大城市
里工作。小刘的女儿今年正好满22
岁，他透露女儿今年就要开始在徐州
市里找工作。
　　对农村男性而言，他们面对的潜

在“情敌”不只在农村，也包括大城
市里来自其他省份、经济条件更好的
男性。
　　《性别失衡与婚姻挤压》作者之
一，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教授姜全保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
分析，不少农村妇女以婚姻作为改变
自己命运的主要途径；她们大多以向
上择偶的方式，力图从山区嫁到平
原，从农村嫁到城镇，从贫困阶层嫁
到富裕阶层。
　　19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的流动
性大增，2020年普查数据显示，目前
中国的流动人口为3.7582亿人，其中
跨省流动人口为1.2484亿人。姜全保
指出，贫穷落后地区的女性普遍外出
务工，并通过婚姻外嫁，这导致落后
地区婚姻适龄男女性别比例进一步失
衡。
　　1980至1990年代间，中国妇女拐
卖，以及通过中间人安排跨省买卖婚
姻的情况并不鲜见。姜全保解释，一
些条件较差的农村男性成为“成婚困
难者”，娶比当地贫困的外地妇女为
妻，成为他们的婚姻策略。当这类异
地联姻出现规模性需求，婚姻中介有
利可图，妇女买卖便成为婚姻实现的
一种手段。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若
女方因男方贫穷不愿成婚，买卖就会
成为拐卖拐骗。
　　在买卖妇女较猖獗的20多年间，
形成了较固定的买卖路线，主要卖出
地是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贫困山
区，沿着铁路往东行进至徐州和郑州
中转，有的南下至广东、福建，有的
北上至河南、山东。
　　妇女买卖进入21世纪后已成为极
少数的案例，但妇女迁移的路线已成
型。小徐说，除了附近农村出身的女
孩，只有来自云、贵、川这类贫困地
区的女孩会愿意嫁到村里来。
　　中共去年2月宣告为期八年的脱
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832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12万8000个贫困村全部
出列。在苏北地区，农村生活条件肉
眼可见地改善，路上零星的老旧砖瓦
房和新建的水泥房形成强烈对比。
　　至于这是否有助农村男性吸引外
省媳妇？小徐的答案出乎意料。
　　他说：“从其他贫穷地区来的媳
妇越来越少，大家的生活条件都改善
了，她们不必嫁到这么远。现在我们
大多只能在附近的村子里认识女孩，
找媳妇反而更难了。”（李阿姨、小
徐和小刘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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